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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NARC效应表现为左手对小数字的反应速度更快，右手对大数字的反应速度更快。关于SNARC效应的成

因，通过分析以往研究的结果，发现数字的顺序信息相较于数量信息在SNARC效应中存在一定优势。本

文从具身认知理论、工作记忆理论、脑功能偏侧化理论三个方面试图解释其中的可能成因，同时提出一

种可能的顺序信息加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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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NARC effect shows that the left hand reacts faster to small numbers and the right hand reacts 
faster to large numbers. As for the cause of SNARC effe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sequence information of numbers has some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the quantity information in SNARC effect.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possible causes from 
three aspects: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working memory theory and brain function lateraliza-
tion theory, and proposes a possible sequent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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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自数字诞生以来，它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数字的研究不仅涉及语言学和考古学，还在认知加工领域得到深入的研究，

这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数字的本质。早在 1880 年，Galton (1880)基于大量的研究结果，首次明确提出数字

具备空间特征的观点。随着数量认知领域研究的进展和研究方法的改进，人们逐渐深入理解了数字空间

特性。 
Dehaene 等(1990)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了数字能激活空间表征。在实验中向被试呈现阿拉伯数字 1~9，

结果发现左手对小数反应更快，右手对大数反应更快，这一现象被称为空间–数字反应编码联合效应

(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SNARC 效应)。SNARC 效应的发现说明数字的大小会影响个

体的空间反应。Dehaene 等(1993)提出心理数字线理论用于解释这种现象。他们认为人脑中存在一条从左

到右逐渐增大的心理数字线，即小数字会自动地映射到心理数字线的左侧，而大数字会映射到心理数字

线的右侧。当心理数字线中的数字与空间高度匹配时，人们的反应会更快；反之反应时间就会变长。也

就是说，心理数字线理论强调数字的数量信息对于空间激活的重要作用。但是，仍有很多研究结果是该

理论无法解释的，例如当呈现随机数列(Ginsburg et al., 2014; Wim & van Dijck, 2016) (如 8-1-4-6-3)、或是

没有数量信息只有顺序信息的刺激(Gevers et al., 2003) (如字母)时，仍能发现 SNARC 效应。这说明数量

信息并非产生 SNARC 效应的充分条件。 

2. SNARC 效应的本质：数量信息还是顺序信息 

为了探究 SNARC 效应的本质，首先要明晰数量信息和顺序信息的概念。其中数量信息是指数字所

代表的具体数值而非数量多少的感知(如 3 个苹果)。在 SNARC 效应的相关研究中发现，无论数量大小判

断任务还是奇偶判断任务均出现了 SNARC 效应，这说明个体是根据具体数值而非数量的多少激活空间

表征的(Wim et al., 2006)。有研究者认为，数量信息在 SNARC 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使用多种的刺激

材料(如符号数字、非符号数量等)来支持这种观点。例如，研究者无论使用阿拉伯数字(Ruiz et al., 2010)，
又或是不同语言符号表示的数字(比如德文数字(Hans-Christoph et al., 2005)、中文数字(潘运等，2009)等)
等具有数量信息的材料进行实验，都在其中发现了 SNARC 效应。值得一提的是，也有研究发现，当选

择一些儿童作为被试进行面积比较任务，尽管这些儿童并没有对不同面积的圆进行过任何顺序化学习，

也表现出了 SNARC 效应(胡林成，熊哲宏，2016)。这些研究都在说明数量信息在 SNARC 效应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然而，上述研究很难将数量信息和顺序信息分离开来，因此无法通过实验探明 SNARC 效应究竟是

依赖于数量表征，亦或是顺序表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一些研究者致力于分离数量信息和顺序信息。

他们通过设计实验来独立地操纵这两个因素，以期望揭示它们对 SNARC 效应的相对贡献。例如，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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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曾使用中文汉字组“甲”、“乙”、“丙”、“丁”、“戊”作为刺激进行实验，该组材料具有明

显的顺序特性，但其数量特性并不明显，结果仍发现了 SNARC 效应。 
在 SNARC 效应的研究中，把顺序信息定义为刺激材料的相对顺序(如第 3 个苹果)。顺序信息在

SNARC 效应中更多涉及材料之间的次序，且不一定涉及具体的数值(王淑恒，2019)。研究者们发现了很

多无数量信息的刺激材料也可产生 SNARC 效应。例如，Gevers (2003)等采用仅具有顺序特征而无数量大

小的刺激材料(如字母、月份和星期等)，要求被试判断刺激材料的前后顺序，结果发现刺激的顺序信息也

可以激活空间，即存在一种类 SNARC 效应。在该实验中，刺激本身的具体数值并不起作用，而是刺激

的顺序信息起作用。 
虽然数量信息和顺序信息都在 SNARC 效应中发挥作用，但二者的作用机制不同(Zhao et al., 2012)。

数量信息的提取类似于语义信息的提取，而顺序信息的提取类似于空间知觉，无需提取具体的数值，因

而其加工过程要比数量信息更快，且应用范围更广，其不仅可以解释以数字为刺激的 SNARC 效应，还

可以解释非数字材料中的 SNARC 效应。 

3. 顺序信息的 SNARC 效应 

3.1. 顺序信息 SNARC 效应的优势加工 

大量研究发现，当同时存在数量信息和顺序信息时，顺序信息比数量信息更易于激活空间表征，即

顺序信息在 SNARC 效应中存在优势。例如，金桂春等(2016)使用经度数和语言等级数作为材料，旨在分

离 SNARC 效应中的数字信息和顺序信息。这两种材料被选用是因为它们在数量信息相同的情况下，具

有不同的顺序排列。实验结果显示，SNARC 效应的方向与材料的顺序信息一致。也就是说，在加工东经

经度数和中文等级数(从左到右)时出现了 SNARC 效应；而在加工西经经度数和日语等级数(从右到左)时，

出现了反转的 SNARC 效应。相似地，韩明，卢忠凤(2016)等人使用中国官职等级数(一品官职最高，数

字越大官职越小)作为实验材料，结果也发现顺序信息相对于数量信息更具有优势。 
Prpic、Fumarola 等(2016)的研究同样提供了顺序信息在 SNARC 效应中优势加工的证据。他们通过调

查音符值的空间关联，试图消除顺序和数量信息加工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当要求被试进行音符

值比较任务时，他们更倾向于加工刺激的顺序信息(序列顺序)，而不是刺激的大小信息(音符持续时间)。
这意味着被试在该任务下更注重音符值的顺序排列。 

这与之前强调数量信息相较于顺序信息更具有优势的研究结果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可以归因于前人

研究中数字没有被赋予特定的含义，因此数字的数量信息的顺序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导致了经典的

SNARC 效应。然而，在金桂春等(2016)的实验中，数字的数量信息保持不变，但顺序信息发生了反转。

实验参与者优先加工顺序信息，因此出现了反转的 SNARC 效应。综上所述，顺序信息在 SNARC 效应中

存在优势加工。 

3.2. 顺序信息在 SNARC 效应的灵活性 

SNARC 效应会受到任务情境的影响，数量信息的表征方向具有灵活性。例如，Bächtold，Baumüller
和 Brugger (1998)研究了在直尺和钟表两种参考框架下的 SNARC 效应，结果显示，在不同的空间参考框

架下出现了不同方向的 SNARC 效应。任务情境为被试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参考框架，这使得心理数字线

表征的空间位置编码可以根据当前任务情境而灵活调整。Galfano et al. (2006)发现，当要求被试将小数字

与右侧注意联结，大数字与左侧注意联结时，结果出现反转的 SNARC 效应。这说明任务情境可以改变

心理数字线的方向，使其呈现出从右向左的趋势。 
与数量信息类似，顺序信息在 SNARC 效应中也受任务情境的影响，具有灵活性。如果任务情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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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参与者对数字进行排序或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加工，那么顺序信息可能更具优势。van Dijck 和 Fias 
(2011)曾在实验中让被试记住由 5 个随机数字组成的序列(如 8-1-4-6-3)，并要求被试只对记忆序列的数字

进行奇偶判断，结果发现靠近记忆序列初始处的数字左手反应更快，而靠近记忆序列结束处的数字右手

反应更快，即出现了序列位置效应，且不受数字大小信息的影响。在金桂春等(2016)和韩明、卢忠凤(2016)
的实验中，由于刺激材料的特殊性，顺序信息优先于数量信息进行表征，因此出现了与顺序信息方向相

同的 SNARC 效应。 
综上所述，任务情境的不同可以同时影响 SNARC 效应中数量和顺序信息的表征。但是在数量信息

的加工中，更多的是根据任务情境的变化而调整心理数字线的方向。而在顺序信息的加工中，其方向是

灵活的，多样的，并且可以根据任务情境的变化而适应不同的空间参考框架，表现出不同方向的 SNARC
效应。相较于数量信息，顺序信息的加工明显更具有优势。 

3.3. 顺序信息的加工机制 

在 Prpic、Fumarola 等(2016)的研究中，根据任务情境的不同，被试做出的反应也不相同。当被试被

要求进行音符值比较任务时，他们更倾向于加工刺激的顺序信息，即音符值的顺序排列。相反，当要求

被试执行一个与音符值无关的任务时，他们更倾向于加工刺激的数量信息，即音符的持续时间。通过这

项研究，可以发现任务情境的不同可以引导被试在 SNARC 效应中更关注顺序信息或数量信息的加工。

这进一步支持了顺序信息在 SNARC 效应中的重要性，并强调了任务情境对加工机制的影响。 
在顺序信息起主导作用的任务中，被试往往会将目标刺激的顺序位置与参考中点的顺序位置进行比

较，该参考中点的存在促进了顺序相关机制的激活，并引导被试将刺激分类为参考中点之前或之后的位

置，而刺激自身所带的数量信息似乎并不是关键因素，刺激的顺序属性本身就足以完成任务(Prpic et al., 
2016)。因此，即使需要进行数量比较，被试也可以仅仅通过加工刺激的顺序信息就能轻松地完成任务，

而无需加工刺激的数量信息。这一研究结果强调了顺序信息在 SNARC 效应中的重要性，以及任务情境

对工作机制的影响。它揭示了被试在 SNARC 任务中如何利用顺序信息来完成任务，并且提供了一种简

洁而有效的加工策略，即基于顺序信息进行分类和判断，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 SNARC 效应的产生机制

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目前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和探索这个顺序相关机制，并深入研究顺序信息在 SNARC 效应

中的认知和神经基础。通过进一步的实验和神经科学方法的应用，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 SNARC 效应

的机制，并揭示顺序信息加工在人类认知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4. 顺序信息 SNARC 效应的可能成因 

4.1. 具身认知理论 

具身认知是心理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主要指生理体验与心理状态之间有着强烈的联系(叶浩

生，2010)。具身认知理论中提到过身体投射的概念，即个体将某些经验和概念映射到身体的空间上，个

体会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建立起最初的方向概念，如上下、左右、前后、远近。在 SNARC 效应中，数

字的大小可能被投射到一个虚拟的空间线上，使得较小的数字与左侧相关联，较大的数字与右侧相关联。

这一理论能很好的解释文化因素对 SNARC 效应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认为 SNARC 效应受到文化因素如阅

读和书写习惯的影响(Orly, & Lera, 2010; Marc et al., 2010)。从左至右阅读和书写的个体，在长期受到这种

方向的影响之后，这种从左向右的感知运动便会和空间概念产生联系，他们会在脑中逐渐形成从左向右

的方向线。根据这个观点，被试在大脑中会根据阅读和书写的方向对刺激材料进行相同方向的表征。Shaki
和 Fischer (2012)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以从左向右阅读数字为读写方式的以色列人被试在实验中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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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 SNARC 效应。 
具身认知理论强调感知和运动之间的耦合。在数字大小判断任务中，我们不仅仅是观察数字，而是

通过感知和运动与它们互动。较小的数字可能与我们使用左手的动作更相符，而较大的数字可能与右手

的动作更相符。例如，手指计数习惯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 SNARC 效应的方向，Fischer (2008)
选取从左手开始计数和从右手开始计数的被试来进行数字奇偶判断任务，结果发现从左手开始计数的被

试表现出显著的 SNARC 效应，而从右手开始计数的被试并未发现 SNARC 效应。运动知觉会影响数字的

语义大小，Badets & Badets (2010)，Badets 等(2012)使用手指的运动图片作为刺激，让被试观察后随机报

告数字，结果发现被试在观察手指的紧握图片后，更倾向于说出更小的数字。 

4.2. 工作记忆理论 

工作记忆理论认为数字–空间联结是任务执行期间暂时的工作记忆表征。在任务执行期间，大脑会

将记忆的项目投射到“工作空间”的特定模板上，并使所有项目处于被激活的状态，暂时建构这些项目

与特定空间模板的联结，然后产生序列位置效应(戴隆农，潘运，2021)。工作记忆通过将材料在序列中的

排列位置与空间编码相结合，以更好地加工数字材料并完成指定任务。van Dijck & Fias (2011)提出了序

列位置效应的概念，他们认为 SNARC 效应的产生源于工作记忆中暂时形成的顺序表征。这种表征被称

为序列位置效应，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信息。 
然而，一些学者对工作记忆理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 SNARC 效应的产生不仅仅依赖于工

作记忆中存储的序列位置，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一些实验发现，在任务转换范式中，当被试仅需对

记忆中的数字进行判断时，除了存在序列位置效应外，SNARC 效应也同时出现(Ginsburg & Gevers, 2015)。
这表明 SNARC 效应是数字与空间的长时记忆联系，而序列位置效应则是数字的位置与空间的短时记忆

暂时联系。因此，工作记忆理论无法完全解释 SNARC 效应产生的原因。 
尽管工作记忆理论并不完全正确，但其仍具有启发性意义。它能部分地解释顺序信息在 SNARC 效

应中的优势，并解释了一些心理数字线假设无法解释的现象，如字母、月份等不含数量信息、仅含顺序

信息的刺激材料也会产生类似 SNARC 效应的结果(Gevers et al., 2003)。 

4.3. 大脑偏侧化理论 

根据偏侧化理论，研究者认为人类大脑对空间和数量加工的方式与左右脑半球之间的功能特化有关。

左半球主要与语言和序列处理(王潇等，2020)相关，而右半球更专注于空间和整体处理(张玥等，2022)。
Fias 等(2001)的研究发现，患有右脑半球损伤的患者在数字大小比较任务中表现出了更大的障碍，这可能

与右脑半球在加工空间和数量信息方面的特化有关。Felisatti 等(2020)提出数字空间联结的生物学机制，

即视觉模式中包含较少/多元素的空间频率会优先占用右/左大脑半球，引起左/右行为偏差，这一机制在

新生儿中得到验证。根据这一机制，可以解释 SNARC 效应，因为大脑的半球之间存在交叉连接，左手

与右半球连接，右手与左半球连接。这会导致左手(与右半球连接)对较大数字的反应时间更短，而右手(与
左半球连接)对较小数字的反应时间更短。 

总的来说，偏侧化理论提供了解释 SNARC 效应的一个可能机制，即数字的顺序信息与右脑半球的

活动相关联。神经影像学研究通过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和脑电图(EEG)等技术，揭示了 SNARC 效

应与特定脑区的活动相关。这些脑区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质、顶叶、顶下回、背侧顶叶等，这些区域被

认为参与了空间、注意和数字加工(路浩，周新林，2012)。陈运飞(2019)做的一项 ERP 研究中发现，对空

间识别有重要作用的脑区为顶叶脑区，加工过程中出现了单侧化优势，尤其是左顶叶对大数字的加工有

重要作用，并且潜伏期较短，右顶叶对小数字的加工有重要作用，且潜伏期较长。此外，神经可塑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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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 SNARC 效应的形成中发挥作用。长期的数字训练和经验可能导致大脑中的神经网络和连接方式

的改变，进而影响 SNARC 效应的表现。 

5. 总结与展望 

5.1. 总结 

纵观所有SNARC效应方面的研究，刺激材料带有的数量信息只能解释以数字为刺激的SNARC效应，

而顺序信息可以解释的范围更大。研究者通过使用具有特殊顺序信息的材料来研究 SNARC 效应，并发

现较于数量信息，顺序信息更具有优势。在顺序相关的任务情境下，被试往往会将目标刺激的顺序位置

与参考中点的顺序位置进行比较，该参考中点的存在促进了顺序相关机制的激活，并引导被试将刺激分

类为参考中点之前或之后的位置，而刺激自身所带的数量信息似乎并不是关键因素，刺激的顺序属性本

身就足以完成任务。 
具身认知理论探讨了生理体验与心理状态之间的联系，指出数字大小可能与一个虚拟的空间线相关

联，影响我们的认知。工作记忆理论认为数字与空间联系是暂时的工作记忆表征，但并不能完全解释

SNARC 效应。偏侧化理论则将数字的顺序信息与右脑半球的活动相关联，认为大脑半球的功能特化与空

间和数量加工方式有关。综合而言，具身认知、工作记忆和偏侧化理论为解释 SNARC 效应提供了多重

视角。这些理论共同构建了对数字与空间关系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5.2. 展望 

顺序信息在 SNARC 效应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关于顺序信息的加工方面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深

入探索，以更好地理解其神经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致力于探索顺序信息在不同认知任务中的加工过程，

如注意、决策和推理等。此外，结合神经影像技术，如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和脑电图(EEG)，可以揭示

顺序信息加工涉及的脑区和神经网络，进一步揭示其神经机制。此外，研究者还可以考虑使用更多种类

的刺激材料，探索不同类型的顺序信息对 SNARC 效应的影响，例如时间、空间和事件的顺序等。这将

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顺序加工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总之，对于顺序信息加工的研究仍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SNARC 效应中顺

序信息加工的详细机制，并结合神经科学的方法和实验设计，以更好地理解顺序信息在认知过程中的作

用和影响。这样的研究努力将有助于揭示 SNARC 效应产生的底层机制，并为我们对人类数字加工和空

间–数量关联的理解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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